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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意识形态到知识介入：当代西方学界
知识分子研究视域的历史演变
＊
李艳霞，邓　理
［关键词］　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知识介入；分析路径
［摘　要］　由于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的历史转型，国外学界对于知识分子研究的视域及
分析路径发生了重大变化。目前，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主要存在三种维度：职业功能、心理动
机以及行动场域。传统知识分子研究的核心是描述及解释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在影响因素
上可归纳为结构分析、历史传统分析两种理论框架。在知识社会背景下，新一轮的知识分子研
究重心逐渐从意识转移到行为，关注知识分子的知识介入功能，即如何对社会生活发生作用，
产生了场域理论、网络分析、定位理论等分析路径。知识分子研究视域的转变是二战后西方社
会经济文化变迁、知识分子群体变化、知识观念转型的综合后果，新的研究视域也为国内外知
识分子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议题。
［作者简介］　李艳霞，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教授；邓理，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政
治学系硕士研究生（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０５）。
２０世纪以降，知识分子长期是社会学、政治
学等学科研究的重要领域，受到曼海姆、布迪厄、
鲍曼等诸多学术大家的密切关注。围绕知识分子
的内涵、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功能、知识分子与国
家及公众关系等众多问题，思想界争鸣不断，也形
成了众多理论流派与学术主张。细致梳理２０世
纪以来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研究可以发现，人类
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历史转型，成为西方
学界知识分子研究的分水岭，其研究视域及分析
视角凸显出鲜明的古今之别。
一、知识分子内涵的多维解读
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ｉｎｔｅｌｅｃｔｕａｌｓ）最早
出现于１８９８年的法国德雷福斯事件。在该事件
中，作家左拉发表了《我控诉》，被反对者斥之为
“知识分子”，自此，该术语在欧美社会中得到广泛
使用。［１］（Ｐ３０－３２）然而，知识分子的概念缺乏统一连
贯性。一方面，虽然它产生于１９世纪末，但学者
们对这个术语的使用并不局限于现代社会。例
如，勒佩尼斯（Ｌｅｐｅｎｉｅｓ）将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的理论与实证研究”（项目号：１７ＢＺＺ００１）阶段性成果。
　 　２０１８年第９期　
１０４　
家合称为知识分子，［２］中国儒家文化中的“士”亦
被视为与知识分子有共通特质，甚至被称为古代
知识分子。［３］另一方面，在不同文明和国家中，知
识分子的概念所指也存在差异。比如，俄语中与
知识分子相近的知识阶层（ｉｎｔｅｌｉｇｅｎｔｓｉａ）概念主
要指世俗化、受到西式教育的精英并且与当权者
存在距离、对时政的批评者。［４］（Ｐ４８７－５０２）而德语中的
ｉｎｔｅｌｉｇｅｎｚ则特指中产阶级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文
化人士。［５］（Ｐ８１－８２）面对多种语用学意义上的应用，许
多研究者试图剖析出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产生了
数十乃至上百种定义。为便于澄清，当下学界对知
识分子概念内涵的界定可从职业功能、心理动机、
行动场域三个维度展开。
（一）职业功能维度下的知识分子
社会学家希尔斯（Ｓｈｉｌｓ）指出，“每个社会都
有少数人比他的同胞更为强烈地沉浸在各种象征
符号之中……这标志着知识分子的存在”。［６］（Ｐ４）
马克思（Ｍａｒｘ）也表达了类似的功能性观点：知识
分子与其他人的区别在于前者从事的是一种脑力
活动而非体力活动。［７］（Ｐ１－１０）史密斯也认为知识分
子是创作艺术作品和生产思想的人。［８］（Ｐ９３）李普塞
特（Ｌｉｐｓｅｔ）则按照职业分工的不同，将知识分子
用“中心—边缘”模式予以表述：知识创造者，包括
学者、艺术家、哲人、作家，他们构成了知识分子群
体的核心；知识传播者，包括教师和记者等中介群
体；知识应用者，包括律师、医生、工程师等专业人
士。［９］（Ｐ４６０）可见，社会功能维度下对知识分子的界
定重点关注知识分子所属的社会系统。从该视角
出发，社会被区分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具有不同
功能的子系统，知识分子则活跃于文化子系统中，
以文化生产和传承为职业，承担着塑造社会价值
符号的功能。
（二）心理动机维度下的知识分子
以心理动机为出发点界定知识分子的定义具
有浓厚的规范主义色彩。该维度认为，知识分子
是什么取决于知识分子应当是什么。［１０］（Ｐ１８７）以此
标准考量，在道德层面，知识分子应是善良、公正、
同情等伦理价值的捍卫者。正如班达所说，知识
分子构成了人类的良心，像苏格拉底、伏尔泰、斯
宾诺莎这样追求永恒真理与正义的人才可称为知
识分子。［１１］（Ｐ７８－１４４）乔尔（Ｊｏｌ）也认为知识分子的
角色就是承担苏格拉底式“牛虻”的作用。［１２］（Ｐ２３－３１）
哈维尔（Ｈａｖｅｌ）则写下，“知识分子，要不断见证
这个世界的苦难，他们是对权力魔咒的怀疑和批
判者”。［１３］（Ｐ１６）在行为动机层面，知识分子的首要
素质则应是保持冷静理性的科学价值。如罗素
（Ｒｕｓｓｅｌ）认为，知识分子就是以事实为依据提出
自己观点的人。［１４］（Ｐ４９３－４９５）康纳利（Ｃｏｎｎｏｌｙ）也认
为知识分子即“独立思考的人”。［１５］（Ｐ１６４－１６５）亦有学
者如萨义德（Ｓａｉｄ）把两种价值结合起来，认为知
识分子是社会流亡者、边缘人，他们应敢于对权势
说真话。［１６］（Ｐ６）科塞（Ｃｏｓｅｒ）也持类似看法，指出知
识分子虽自命为捍卫道德的卫士，却也非狂热分
子而倾向于形成理性批判态度。［１７］（Ｐ３－５）总之，对社
会道德总体关怀和求真的科学精神是心理动机维
度下知识分子群体的核心特征。
（三）行动场域维度下的知识分子
持此种视角的学者以主体的行动场域与影响
对象为标准界定知识分子的内涵，认为知识分子
是迈出私域、参与公共政治生活并具有影响力的
人。以此观之，知识分子就等同于公共知识分子。
从词源上看，诞生于德雷福斯事件的知识分子这
一概念本身就是在公共领域的语境中被“创造”
的。由此，是否在公共领域具有话语权成为知识
分子判定的另一准绳。艾尔曼（Ｅｙｅｒｍａｎ）把知识
分子定义为公共话语中的思想表达者。［１８］（Ｐ４５５）夏尔
（Ｃｈａｒｌｅ）则认为知识分子是介入到政治事务中的
学者或作家，他们声称其观点具有权威性。［１９］（Ｐ２０９）
按照波斯纳（Ｐｏｓｎｅｒ）的看法，知识分子是就公共问
题面向社会公众写作的人，其对象不局限于同行和
专业学者。［２０］（Ｐ２１－２３）在此，行动空间局限于专业圈的
学者被排除在知识分子的群体之外。
上述三种维度代表了学术界关于知识分子内
涵的基本界定方式。许多研究或采用一种维度，或
对多种维度进行综合以形成复合性的知识分子概
念。多维的内涵反映出知识分子概念并不具有先
验的共性特征。这也印证了鲍曼（Ｂａｕｍａｎ）的观
点，即对知识分子的任何定义都是一种自我界定
（ｓｅｌｆ－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因为它试图在“我们”（知识分子）
和“他们”（非知识分子）之间划出固定的边界，未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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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到边界只能是相对的。［２１］（Ｐ１１７－１３７）基于知识分子概
念的流变性，以研究视域和路径梳理海外学界关于
知识分子的研究历史可以发现，知识分子研究可以
分为工业化背景下的传统知识分子研究和后工业
时代背景下的知识分子研究两个阶段。传统知识
分子研究受到道德动机和公共性维度下知识分子
内涵的强烈影响，其研究视域集中在与政治、道德、
社会运动等密切相关的意识形态领域；当代知识分
子研究受到后工业时代背景的影响，面对知识分子
社会角色日趋多元、分化和复杂的社会现实，着重从
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视角出发，其研究旨趣逐渐从
内在性意识形态转移到行为导向的知识介入。
二、传统知识分子的研究视域：
意识形态及其影响因素
（一）传统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研究的缘起
如前文所述，以智识性的文化生产为志业，以
道德价值为动机，以影响公共生活为导向构成了
知识分子的多维内涵。这意味着知识分子既担负
着认识世界的天职，又有着改变世界的倾向。作
为传统研究的主题，学者们对知识分子意识形态
的重视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一方面，自启
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以降，文化观念等象征性符
号改变世界的能量大为增强，知识分子作为意识
形态的创造者，其社会动员能力迅速提升，积极运
用其价值观念影响和改变社会现实，不再是公共
事务的旁观者。另一方面，２０世纪初的欧洲社会
深陷现代性矛盾的泥潭，社会意识形态愈发分化，
知识精英的观念上也体现为空前对抗性，不仅存
在传统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之争，共产主义、法
西斯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形形色色的左派
和右派相继登上政治舞台。在这种情况下，知识
分子内部互相竞争文化领导权，意识形态的相互
斗争成为此时欧洲文化场域的重要现象，从而为
意识形态研究提供了充足且丰富的研究素材。
在上述背景下，传统研究着眼于描述知识分
子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威的关系，知识分子效忠于
谁、［２２］（Ｐ１１７－１３７）信奉何种主义、是旧秩序的捍卫者
还是革命者等议题成为研究焦点。例如班达发
现，法国知识分子的政党化程度越来越高。出于
知识分子应当关怀普世价值的道德初衷，他斥之
为“知识分子的背叛”。［１１］（Ｐ７８－１４４）葛兰西运用“有机
知识分子”（ｏｒｇａｎｉｃ　ｉｎｔｅｌｅｃｔｕａｌｓ）概念把知识分
子视为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言者。［２３］（Ｐ７４３－７４４）科塞则
区分了知识分子与权力机构的五种组合关系：掌
权的知识分子、掌权者的顾问、权力的合法化者、
权力的批判者以及忠诚于外国者，阐释了他们差
异性的政治立场。［１７］（Ｐ１４７－１５８）由此可见，由于知识
分子纷纷借助意识形态以左右政治，且内部对立
严重，意识形态逐渐成为理解政权更迭的重要窗
口，进而奠定了它在传统研究领域中的核心地位。
（二）传统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研究的两种分析
路径
以知识分子意识形态光谱的勾勒和描述为基
础，解释这种差异、分析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的生成
机理与影响因素成为重要议题。在此，古典社会学
在结构制约和个体能动性的方法论对立，也反映在
了知识分子研究领域。一种是将结构主义应用于
社会研究，即分析社会结构。［２４］另一种则是从象征
符号出发，分析历史传统对意识形态的塑造。
１．社会结构分析路径。
社会结构分析强调宏观结构对个体意识形态
的制约乃至决定作用，其中关注最多的当数马克
思提出的阶级结构。依此路径，学界关于知识分
子阶级属性对意识形态的塑造存在如下两种看
法：一是阶级依附论（ｃｌａｓｓ－ｂｏｕｎｄ），二是阶级自成
论（ｃｌａｓｓ－ｉｎ－ｉｔｓｅｌｆ）。［２５］（Ｐ６３－９０）阶级依附论以马克思
主义者为代表，强调经济关系、阶级属性对主体意
识的约束。其代表人物葛兰西认为，工业资本主
义在创造自身的同时，也生产出了技术人员、政治
经济专家、新文化的组织者等等，这些依附性的知
识分子被他称为“有机知识分子”。［２６］（Ｐ３５－４８）不过，
阶级依附论并非完全取消个体能动性。马克思本
人指出：统治阶级的小部分人会摒弃落后的意识
形态而加入到革命阶级。［２７］（Ｐ５６－５７）因此，依附论并
未否定意志自由，但它认为意识形态总归要附属
于经济关系，不能超越于阶级而存在。
以新阶级理论家为代表的阶级自成论则认为知
识分子本身就是独立的阶级。古德曼（Ｇｏｕｌｄｎｅｒ）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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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科学专家和技术占有者正在形成一个新阶级，
试图以文化资本取代旧资产阶级的物质资本，与
政治权力合流。［２８］然而，新阶级内部关于新阶级
究竟应指哪些知识分子群体并未达成共识。埃伦
赖希（Ｅｎｒｅｎｒｅｉｃｈ）、拉德（Ｌａｄｄ）、古德纳、克里斯
托（Ｋｒｉｓｔｏｌ）对新阶级都给出了自己的定义，上述
学者在教育程度较低者、人文知识分子、技术专
家、职业经理人等群体是否属于知识分子阶级这
一问题上争执不休。［２９］（Ｐ３０－７１）新阶级论在提出后饱
受争议，关于知识分子是否是一个独立阶级这一
问题依然悬而未决。
然而，将意识形态与阶级绑定的研究忽视了
社会环境的复杂性。曼海姆（Ｍａｎｎｈｅｉｍ）对此批
评道，尽管知识分子天生被嵌入了阶级结构，但教
育可以使得他们从初始结构中解脱出来，形成公
正性的观点，使之关注社会的整体利益，从而具有
“自由浮动”（ｆｒｅｅ－ｆｌｏａｔｉｎｇ）的特质。［３０］（Ｐ９１－１７０）这一
论断也得到了帕森斯（Ｐａｒｓｏｎｓ）的支持，他认为知
识分子对文化功能的专注可以使之从其他世俗责
任中得以解放。［３１］（Ｐ３－２６）在这种批评下，也陆续有学
者引入其他结构变量。例如，巴巴咖利（Ｂａｒｂａｇａｌｉ）
从市场供求的角度指出社会职业的供大于求可能
造成知识分子的生产过剩（ｏｖｅ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进而
形成他们的社会挫折感和激进倾向。［３２］以布里姆
（Ｂｒｙｍ）为代表的“社会依附论”，则认为知识分子
的政治态度既非自由浮动也非由阶级给定，而取
决于他们所处的具体情境。除阶级外，族裔、宗
教、代际结构都应当成为备选要素。［３３］（Ｐ６２）虽然同
属外部决定论，但上述研究解释变量逐渐多元化，
揭示了社会结构对知识分子意识形态塑造的多维
层次。
２．历史传统分析路径。
历史传统分析路径则更具个人主义方法论色
彩。此类研究以知识分子思想生产与创造这一活
动为出发和落脚点，考察其意识形态产生、形成、
发展的传统渊源，提倡思想史和观念史分析、文本
分析、谱系学等方法，在分析取向上强调对于话语
符号意义的理解。
遵循历史传统研究进路的学者认为知识分子
的独特活动就是对以往思想进行系统性学习，其
意识形态的生成需要借助已有的价值观念作为基
础。因此，思维传统、文化渊源、学术与观念的交
流互通等成为值得关注的变量。希尔斯认为，西
方知识分子主要存在五种意识形态传统：科学主
义传统、浪漫主义传统、革命传统、民粹主义传统
和反智主义传统。［６］（Ｐ１８－２６）以赛亚·伯林（Ｂｅｒｌｉｎ）
通过文本分析发现，德国文化特别是浪漫主义对
俄国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俄国社会批
判的思想来源之一。［３４］（Ｐ１３８－１７７）李普赛特则通过比
较美国和欧洲的文化，指出美国短暂的历史及开
国以来精英的平民主义精神，使得知识分子缺乏
在欧洲显现出的保守主义传统和社会优越感，进
而构成了美国左翼思想的来源。［３５］（Ｐ４６０－４８６）雷蒙·阿
隆（Ａｒｏｎ）则借用“神话”这一概念来解释“何以马
克思主义在法国这样一个经济结构已不符合其预
言的国家会重新流行？”发现三种神话起到了催化
作用：第一，法国大革命的神话。即理性主义的神
话，认为人类的智力能够建造出理想之国。当代
革命的概念表达了一种对大革命的怀旧。第二，
无产阶级的神话。他们渴望的“理想的解放”根
植于基督教的救世理想。第三，历史偶像崇拜的
神话，包括对圣人、历史决定论和必然性的信
仰。［３６］（Ｐ１－１９９）希尔斯的学生艾森斯塔德（Ｅｉｓｅｎｓｔａｄｔ）
则试图突破对单一意识形态的剖析，指出传统规范
的内在特质———特别是它多大程度允许改变，是对
知识分子政治立场产生影响的重要变量。［３７］（Ｐ１－１９）
总体来看，历史传统路径关注文化、传统等抽
象符号，引入时间变量，以此分析各种意识形态的
承继、变迁和革新，这种研究视角多用于对不同国
家、地区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的差异分析。同时，它
也未忽略个体的能动性，而把意识形态视为原有
价值体系和知识分子主体思维互动整合的结果。
三、知识如何介入社会生活：
　　当代知识分子研究的重心
２０世纪后期，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标志着
人类开始迈入知识社会。随着实用主义和专业知
识逐渐取代了抽象的整体性知识，作为一项社会
资源，知识越来越多地被视为一种能力（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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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并不必然和社会身份捆绑在一起。随着知识在
社会发展中的意义和地位急剧变革，知识分子的
社会功能也发生变化。如果说，知识分子在工业
社会还只是由作家和学者组成的小圈子的文化阶
层，那么它的当代用法无疑涉及更多的群体，包括
学者、知识产权的所有者甚至很多网络媒体人士。
至此，以知识分子群体为出发点的本体性研究的
意义和可行性逐渐减弱，知识介入（ｉｎｔｅｌｅｃｔｕ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提供了新的研究视域。埃亚勒
（Ｅｙａｌ）声称，“知识分子社会学应向介入社会学的
方向转移。”［３８］（Ｐ１１７－１３７）从对象上看，知识介入和传
统研究的本质区别在于后者的研究对象是意识，
而前者是行为。知识介入对知识分子行动的场
域、策略、影响效能等议题的关注逐渐成为学界研
究的重心，也形成了场域理论、网络分析、定位理
论等方法路径。
（一）场域理论
场域理论侧重从中微观层面分析知识分子行
为的发生环境，在一定意义上是结构路径的拓展。
布迪厄是场域理论的集大成者。在他看来，社会
空间中存在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各式各样的场
域。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布迪厄既不把知识分子
视为一体化的阶级，也没将他们视为 “自由浮动
者”，而认为他们具有自利性，相互竞争着可以转
化为其他资本形式的文化资本。以场域作为分析
空间，学者们关注不同场域、场域中的不同位置、
场域环境的变化对知识介入的影响。纳坦森
（Ｎａｔａｎｓｏｎ）通过对《法国世界报》专栏文章的分
析，发现知识分子的公共写作存在专业结构上的
差异，作家和大学教授居多，而历史学、政治科学
家高于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同时，学术领域和
公共领域中象征资本的获得方式存在矛盾：即学
术资本的提升要求专业性写作，而专栏写作要求
通俗性话语，立基于价值中立（承诺）、内容专业性
（大众化）两个维度，他区分出了四类知识分子角
色。［３９］（Ｐ１７３－１９３）赖克曼（Ｒｅｉｃｈｍａｎｎ）则突出了学术
场域 对 行 为 效 果 的 作 用，指 出 导 致 哈 耶 克
（Ｈａｙｅｋ）和拉扎斯菲尔德（Ｌａｚａｒｓｆｅｌｄ）公共影响
力不同的最重要自变量在于两人不同的研究领
域。［４０］（Ｐ２４３－２６１）斯沃茨（Ｓｗａｒｔｚ）则以布迪厄本人为
对象，发现布迪厄在知识场域中地位的上升，以及
旧有领袖福柯的早逝、大众媒体的兴起等知识场
域内部的变化共同促使他成为公共抗争的新一代
领导者。［４１］（Ｐ７９１－８２３）尽管场域理论对知识分子行为
的分析没有脱离结构的关照，但他们所描绘的场
域是一种关系性空间，这一分析路径更为丰满而
现实，为经验研究提供了有用的框架。
（二）网络分析
与场域相关但又存在区别的是网络分析方
法。布迪厄的场域论一方面阐述了行动者在场域
空间中的差异性，另一方面也寄希望于知识分子
的集体行动以维护其自主性，这也为网络分析提
供了启示。在这种视角下，知识介入是由知识分
子所在的网络促发的，网络不仅存在于知识分子
群体内部，也高于其所在场域，知识分子仅仅是网
络中的一个要素，其活动需要与外部行动者建立
合作性的网络节点（ｎｅｔｗｏｒｋ　ｎｏｄｅｓ）完成。例如，埃
亚勒有力说明了诸如ＧＤＰ等国家经济指标的设置
与出台，本质上属于一种知识介入方式，而这依赖
于一个由跨学科专家、企业、社会组织、政府组成的
制度化交流网络。［４２］（Ｐ２２０－２５３）网络分析也促成了知识
共同体概念（ｉｎｔｅｌｅｃｔｕ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的形成。在
知识共同体情境下，知识介入可以以跨领域、跨地
域和集体式的方式呈现出来。在此，网络分析特
别适合解释智库等新兴机构以及新媒体时代的知
识介入方式。例如，菲盖拉斯（Ｆｉｇｕｅｉｒａｓ）发现互
联网沟通了专家、同行及公众、形成了智力交流的
合作 网 络，发 挥 了 类 似 十 八 世 纪 沙 龙 的 作
用。［４３］（Ｐ１４５－１６０）奥斯登（Ｏｓｌｅｎｄｅｒ）也指出新媒体建
构了新的网络关系，产生了世界社会论坛（ｗｏｒｌ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ｒｕｍ）等组织，意味着知识的集体生产甚
至跨国介入成为可能。［４４］（Ｐ５０８－５０９）鲍尔（Ｂａｌ）则分
析了英国政策网络（ｐｏｌｉｃ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的形成，详细
绘制了智库之间、智库与高校、智库与政府部门之
间的网络关系地图。［４５］（Ｐ１５１－１６９）概言之，网络分析
以平等性否定了中心性，以合作替代竞争，拓扑结
构取代线性结构，意味着知识介入并不是由知识
分子单独完成的，而是在各种社会因素的联系作
用下形成的，从而彻底颠覆了知识分子研究的主
体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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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定位理论
近年来，以剑桥大学巴尔（Ｂａｅｒｔ）教授为代表
的定位理论（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逐渐兴起，成为
当代知识分子研究的新领域。奥斯丁（Ａｕｓｔｉｎ）指
出，一类语言，例如承诺、赞美等，它们属于“述行
命令”（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ｕｔｔｅｒａｎｃｅｓ）的范畴，不是用
于描述世界，其本身就在改变世界。［４６］依此逻辑，
以语言符号为载体的知识并不是对客观世界的反
映，其本身就会产生影响，知识介入的后果就在于
必然会产生定位，即将相关特征赋予某个主体或
群体。例如，行动者被视为左派还是右派、观点深
刻还是肤浅等。
以定位理论考察知识的生产过程可以发现，
平台、策略、语言修辞甚至个体身份等诸多具有符
号象征性的事物都会影响知识介入的状态和方
向，影响公众对知识的理解和评价。例如，书籍的
类别、出版商、作者生平及封面导语都可被视为定
位要素，因为它们为读者提供了额外的符号意义，
在阅读之前就引导着读者的选择。在此，定位显
然不是主观的，也不能完全化约为场域中的竞争
文化资本，定位的供给来自于社会通行的价值文
化系统，因此，解释定位要素的社会符号意义就成
为理解知识生产与介入模式的关键。例如，知识
分子通过国家电视节目、官方出版物表达观点，容
易被定位为官方代理人，而选择非制度化的媒介
例如博客则具有更少的权威暗示和更多的平民
性和个体性，从而对观众产生不同的介入影响。
其中，巴尔尤其强调新媒体的作用———它的即时
性、互动性极大改变了传统定位要素的语境和
形式。［４７］（Ｐ３０４－３２４）
定位理论的独到之处就是它重视定位要素的
选择，重新复兴了符号分析，阐述了知识介入与文
化政治情境之间的密切关系。［４８］（Ｐｖｉ－ｘｉ）它提出：定位
既是普遍的又是情境性的，知识介入的模式、知识
的接受与扩散并不完全取决于知识的内在价值，也
受制于用以定位的话语和情境符号代表的意义，从
而在微观层次深刻探讨了知识介入的发生环境。
通过对西方学界知识分子研究历史的梳理可
以发现，百年来，西方学界对于知识分子研究的重
心由分析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逐渐转变为知识介
入。如表１所示，纵轴代表视域的流变，横轴代表
两种基本性的分析视角。稍加分析不难发现，古
典社会学的基本分析方法：即重视结构的外在性
路径（如涂尔干和帕森斯）以及重视个体能动性的
内在性路径（如韦伯）在知识分子研究中都有所呈
现。结构分析和符号分析代表着上述两种视角，
并且随着知识分子研究的不断深入，两种研究方
法都得到了极大完善。一方面，传统结构分析不
论是阶级决定论抑或多元决定论，关注的是宏观
和静态性结构，认为知识分子意识由社会和经济
等因素所限定，忽视了日常生活对意识形成的意
义。尽管研究对象不同，但当代研究则借助场域
和网络分析，从宏观结构扩展到中微观结构，从静
态结构转移到以关系为基础的交互性结构，更为
完整地揭示了外部环境与知识分子的互动关系。
另一方面，传统符号分析集中于对知识分子书写
文字等话语符号的阐释，通过话语分析勾勒出思
想脉络。定位理论则扩展了符号的“分析池”，弥
补了传统分析对情境符号的忽视。情境符号和话
语符号相结合有助于还原知识分子试图建构的完
整意义图景。
　表１ 知识分子研究视域和主要分析路径的演变
结构视角 符号分析视角
传统研究：
意识形态
社会结构分析
（静态性、宏观结构）
历史传统分析
（话语符号）
当代研究：
知识介入
场域理论、网络分析
（关系性、中微观结构）
定位理论
（话语符号和情
境符号）
四、知识分子研究视域变迁的
现实背景与文化动因　
通过前文可知，传统知识分子的研究视域
主要围绕观念层面的意识形态，当代研究不再
过多关注知识分子的本质属性和内在世界，而
试图回答知识分子如何将其智力劳动外在化，
采取何种行动影响他者和社会。实际上，知识
分子研究视域的转型内在隐含着不同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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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对知识分子社会角色与影响力的不同预
设。具体来看，在传统研究中，学界对知识分子
的社会角色有着一定共识，对知识分子的动员
能力也有着肯定性判断。而以“知识介入”为核
心的当代知识分子行为研究则内在蕴含着如下
预设：首先，知识分子的群体边界并不固定；其
次，知识分子的功能角色日益多元；最后，知识
分子对公众的影响力并非一成不变。因此，从
社会和文化变迁上看，当代知识分子研究视域
及理论预设的演变具有一定必然性。
（一）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侵蚀了知识分子意
识形态生成的基础
纵观２０世纪历史，谈到知识分子似乎就必须
言及他们的意识形态光谱，知识分子是各种“主
义”的提出者，可以巩固也可以颠覆政权。在很多
关注结构的学者看来，经济不平等往往是导致知
识分子激进和无产阶级化的根源。希尔斯论述
道：社会的危机状态为特定意识形态的上台提供
了条件，它导致公众对旧有的中心价值系统失去
信任，而选择某种知性建构的理论。［６］（Ｐ３２－３８）根据
这种观点，挑战性的意识形态能否得到认同依赖
于社会危机的严重性。然而二战后，西方社会迎
来了经济复苏的黄金期，福利国家的建立有力缓解
了阶层矛盾，中产阶级数量的上升使社会稳定效应
更为显著。相对和平的社会环境使激进意识形态
失去了发展空间，由此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的动员能
力随之减弱。雅各比（Ｊａｃｏｂｙ）就通过研究揭示，城
市化和商业化如何使得传统乡村社区衰落，进而导
致边缘知识分子即波希米亚群体的消亡。［４９］（Ｐ１８－３７）
这可谓是环境变迁导致知识分子意识形态功能弱
化的证明。此外，随着经济环境的变迁，公众的政
治兴趣逐渐从乌托邦的憧憬转移到社会现实问题。
按照吉登斯（Ｇｉｄｄｅｎｓ）的观点是发生了从“解放政
治”到“生活政治”的转向，前者旨在彻底消除不平
等、改变社会结构，而后者则是关于日常生活的微
观政治。［５０］（Ｐ２４６－２７２）医疗、健康、环境等微观问题逐渐
取代了政治哲学、制度建构等抽象问题，成为公众
的关心议题。这种价值观变迁在很大程度上侵蚀
了以阶级、革命、权力合法性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的
文化基础。
（二）知识分子群体的变化丰富了知识分子的
社会角色
随着现代高等教育平民化的推进，知识分子
群体数量、结构均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在很大程度
上催生了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多元化。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之后，西方社会的高等教育飞速发展，仅
在美国就先后建立了超过３　０００所大学，人均受
教育程度空前提高的同时也意味着知识分子传统
的文化精英身份逐渐流失。布兰德利（Ｂｒａｎｄｕｒｙ）
对此做了系统论述，他把导致英国知识分子“文化
领导权”（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的丧失归结为六个
因素，并指出人数增长应负首要责任。［５１］（Ｐ７－９）柯林
斯则分析了知识产品数量对质量的影响，通过“知
识阶层人数增加—竞争加剧—知识产品数量增加
（单位投入时间减少）—质量下降”的链条，他有力
地论证了知识产品的贬值化倾向，指出战后知识
分子的重大危机是其创造力的下降。［５２］（Ｐ７３－９６）知识
分子创立思想体系的阙如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知识
解读、传播与应用逐渐被人们所关注。迈耶
（Ｍｅｙｅｒ）就指出，知识社会促进了全新的知识中
介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ｂｒｏｋｅｒ）的兴起，他们包括科普
作家、高校技术转让部门等等，在知识管理、沟通
行为、知识能力建设三个维度行动。［５３］（Ｐ１１８－１２７）奥
斯本（Ｏｓｂｏｒｎｅ）系统区分了当代社会主要的四种
知识分子形态，即立法者、诠释者、专家以及协调
者（ｍｅｄｉａｔｏｒ），从知识内容、行为目的、行为风格
和实施策略等四个维度比较了他们的差异。其
中，协调者承担着社会创新，不断对知识进行创造
性应用和生产。［５４］（Ｐ４３０－４４７）学界对知识分子社会角
色的归纳充分反映出当前知识分子功能多元化的
现实。
（三）知识观念转型弱化了知识分子的文化权
威与社会影响力
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一直是多数意识
形态产生的哲学基础，但二战之后存在主义和后
现代主义的兴起对其起到了解构作用，随之动摇
了知识分子的社会影响力。后现代主义者如利奥
塔（Ｌｙｏｔａｒｄ）认为，宏大叙事正为情境（ｌｏｃａｌ　ｓｉｔｕ－
ａｔｉｏｎ）和语言游戏所解构。［５５］鲍曼更指出，后现代
社会的知识分子应不再是追求理性的立法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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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以“导师”的口吻训诫公众，而应强调话语意义
的相对性和相互理解，成为文本的诠释者。［５６］贝
克（Ｂｅｃｋ）则注意到理性即风险，风险的根源不再
是无知而是知识。［５７］（Ｐ４３２－４３６）通过对知识尤其是抽
象知识的反思，知识分子自己否定了其成为政治
权威和人类导师的可欲性。此外，随着专业的不
断分 化，知 识 分 子 群 体 也 发 生 了 如 福 柯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所说的从 “普遍知识分子”到“专业知
识分子”（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ｉｎｔｅｌｅｃｔｕａｌｓ）的转变，［５８］（Ｐ１２７－１２８）
而后者实际上降低了知识分子的文化地位，正如
富里迪（Ｆｕｒｅｄｉ）所言：“将知识等同于人们从零星
经历中获得的洞见，这一倾向使人们无法拿出一
个共同标准来衡量是否拥有知识。通过把知识细
分为 各 种 知 识，知 识 分 子 的 地 位 被 削 弱
了”。［５９］（Ｐ５６－６４）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西方学界开始的关
于知识分子公共性的讨论，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
社会影响的衰落。哈斯纳指出，“在西方，也同样
在东方，不仅知识分子发现难找到听众，也无法确
定知识分子确实有东西可说。”［６０］（Ｐ１３８）由此知识
启蒙变得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公共领域的民
粹化和情绪化倾向不断加剧。
总之，任何社会科学研究都是时代的反映，知
识分子的研究视域、方法的演变既由时代环境所
决定，也随着时代变迁而发展。由此观之，在信息
社会和知识社会勃兴的当下，知识介入的研究可
谓正当其时。关于知识分子的诸多行为及社会嵌
入机制的分析、关于新媒体环境下知识分子与公
众关系的探讨、关于后真相时代（ｐｏｓｔ－ｔｒｕｔｈ　ｅｒａ）
下的知识分子如何作为等现实议题都值得学界密
切关注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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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Ｓｗａｒｔｚ　Ｄ　Ｌ．Ｆｒｏｍ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ｔｏ　Ｐｕｂｌ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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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ｙ，２０１０，２５（２）．
［４６］　Ａｕｓｔｉｎ　Ｊ　Ｌ．Ｈｏｗ　ｔｏ　Ｄｏ　Ｔｈｉｎｇｓ　ｗｉｔｈ　Ｗｏｒｄ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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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
［５０］　［英］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Ｍ］．赵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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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年第９期　
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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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Ｊ］．Ｔｈｅｏｒｙ，１９９２，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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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ｕ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ｍ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ｅｃｔｕ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ａｓ　ｉｔ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ｃｉ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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